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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和就业的新思路：趋势，障碍，激励机制和发展潜力 
 

经济发展与就业密不可分。过去，特别是文革结束之后，知识青年开始返城，经常听到父亲提

前退休让儿子顶替上岗的做法。在计划经济时代，似乎岗位是固定的，年纪大的人早一点退休，

年轻的就可以早一点就业。不仅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整个西方国家在 19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政府也号召提前退休，为年轻人让路，并且从政策税收上全面配合。这些提法和做

法，让很多人觉得，年纪大的人提前退休，年轻人就有更多机会就业；相反，如果年纪大的人

不退休，年轻人将没有工作岗位，社会的就业压力大大增加。 

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吗？如果这是真的，我们看西方数据，应该看到的是在老年人提前退休后，

年轻人劳动参与率提高，失业率下降。2010 年芝加哥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世界社会保障制度

与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关系”（Social Security Program and Retirement Around the World: The 

Relationship to Youth Employment）。本书由各国知名经济学家对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在上个世

纪鼓励退休潮前后到本世纪初的劳动力市场作了深入地分析。得出的结论是，55-64 岁劳动力

提前退休并没有带来青年人就业率的上升，而 21 世纪之后因为西方国家退休年龄推迟，使得

老年人就业率直线上升，反而带动了青年人就业率的上升。用计量经济学的各种模型分析各国

真实数据得出：大龄劳动力的退休决定与青年人的就业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也没有相关性。图

1 总结了其中的一个经验数据。 

图 1. 1971-2005 年六个劳动参与率改变最大和最小世界经济共同体国家中 55-64 岁,劳动力

就业率，20-24 岁青年人就业率和 20-24 岁失业率的改变率 

 

（资料来源：Gruber and Wise, 2010,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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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左边三段是世界经合组织中六个就业率改变最小国家上述三个指标的平均改变率，右图三

段是六个最大改变国家的平均改变率。可见，不管改变大和改变小的国家，大龄劳动力就业率

上升高的，青年人就业率也上升，并且失业率下降。这个结论非常有力地否定了劳动力板块学

说，为我们社会保障决策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实证基础。 

中国在讨论退休年龄问题时，经常提到推后退休年龄可能会给青年人就业带来更大的压力，国

有企业改制时让国有企业职工提前下岗也是有着同样的逻辑。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工作机会

不是老年人让出来的，而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中国马上要迎来老

龄化的巨大挑战，在未富先老的状况下，如何应对是政策决策者的当务之急。 

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可以通过多途径解决。其中包括了在劳动力人口减少背景下增加资本投资，

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加养老储蓄，提高移民数量，制定积极的人口政策，降低养老金，以及鼓

励并延长工作年限等。现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致力于促进大龄劳动力的就业提升，政府在制定

各种政策鼓励老年人就业。中国政府除了要重视一揽子的应对措施外，更要做好最后一条。我

们先来看看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在延长退休金领取年龄和大龄劳动力就业率关系上的历史沿

革和相关分析。 

1． 退休政策和大龄劳动力就业 
 

回顾历史，如果新增劳动力意味着青年人就业受到挤压，那么西方国家过去 40 年来妇女的劳

动参与率的上升应该是个很好的参照物。除了瑞典早就有较高的妇女劳动参与率外，其他发达

国家直至 90年代才开始提升。这一过程标示着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效应：过去二十年来，年轻

一代妇女劳动参与率不断提升并且一直保持。图 2描绘了各国大龄劳动力改变趋势。 

 

如果说 70到 80年代男性的劳动参与率是因为政策鼓励而提前退休的，那么之后的参与率的攀

升也正是因为之后各个国家在老龄化形势下延长退休年龄后必然趋势。不仅男性劳动参与率上

升，女性的就业率也随着提高。澳大利亚 55-64岁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从 90年代的 20-24%增加

到了现在的 55%。澳大利亚大龄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则呈下降趋势， 从 60年代的 85%下降到 80

和 90年代的 60%，但在 2011年回升到 72%。经合组织 2012年的报告显示，澳大利亚的历史平

均退休年龄从 70到 90年代平均下降 6年，而 90年代后上升了 3年。 

 

与国际比较，澳大利亚男女的劳动参与率均呈上升趋势，且上升幅度超过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

但是仍有 11个经合组织成员的大龄男女劳动参与率高过澳大利亚，比如瑞典和新西兰，高过

澳大利亚 8-17%。 

 

新西兰在过去 20年的大龄参与率上升惊人。关键因素是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在 1992年到 2001

年间从 60岁提高到了 65岁—提升速度远超澳大利亚！这个政策同时针对男女，所以也会有配

偶效应影响到女性就业率的提高。此外，新西兰的养老体系也是不同的，国家提供的养老金是

不需要经过财产测试的（只有年龄限制），所以人们可以一边领取养老金，一边仍然工作挣钱。

而且，新西兰也没有个人强制的养老金账户提供提前退休的经济保障。相比，澳大利亚的个人

账户养老金可以比国家养老金提前 10年支取（在政策改变后为 7年）。所以，改变领取国家

养老金的年龄在新西兰产生了更大的劳动参与率的改变。 

 



 

3 
 

 

图 2.  各国大龄劳动参与率 1966-2011 

 

 

2． 决定大龄劳动参与率的因素 
 

可以看到的是，退休年龄的改变似乎影响大龄人口的劳动就业率。那么哪些方面决定了社会劳

动参与率？我们可以通过劳动的供需关系来更好的理解劳动参与率。四大方面的发展可以影响

到劳动力的供需：（1）结构和经济；（2）社会和人力资源；（3）人口；(4) 政策。 

 

从 1974到 1991年，澳大利亚大龄男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低谷与三次经济衰退正好吻合。大

龄男性失业率从 70年代初期的 1%上升到 95年的 10年平均失业率 8.7%，直到 1997年才开始

下降。同时，失业率也在 1993年达到 13.3%的顶峰并开始逐渐回落。澳大利亚大龄男性劳动

参与率比经合组织平均水平低的阶段正好重叠了高失业率的阶段。而之后的劳动参与率提升与

其他经合组织国家一样都是因为受到了老龄化的代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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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参与率与经济的周期性和结构性关系在上世纪 80年代就为世界经合组织各国所知。老人

为年轻人让路，为结构性改变做好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准备，这些都符合劳动力板块学说---认

为市场的劳动力需求是固定的。然而这个学说被已经被彻底否定，举例说，大龄劳动率参与率

高的国家通常有较高的青年劳动参与率（OECD 2012, GRUBER AND WISE 2010）。过去的政策

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是鼓励早退休的，在 70年代增加养老金待遇，在 80年代和 90年代提

供残疾保障养老金和退伍军人养老金都在为这一退休政策做贡献（Kennedy & da Coast, 2006） 

 

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型转变以及上世纪 90年代中后期对劳动力的强劲需求决定了与劳动力供给

相关的因素显得相对重要。比如说，新就业机会较少出现在农业或制造业中，所以对体力的要

求降低，而这与延长工作时间直接相关（Blekesaune & Solem 2005）。 大龄妇女和男性在服

务行业的就业率从 1990年的 79%和 69%到分别上升到 2012年的 92%和 80%，其增速远高于服务

行业总体水平。个体经营者通常退休较晚，而在 1992年到 2011年间，55-64岁的个体经营者

从 8%上升到了 15%（见图 3A，B）。 

 

图 3.  澳大利亚结构，社会和人口因素导致的大龄劳动参与率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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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以及政策）环境影响财富的积累，而财富的增长容易使人更早退出劳动力市场 

（Borland,2005）。 世界金融危机造成的财富减值对大龄劳动者意味着 40%的女性和 30%的男

性决定推迟退休（O’Loughlin, et al 2010）。 

 

从社会和人口趋势看，妇女在劳动参与率提升上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则

是教育程度的提高，这也促进了退休年龄的提高。教育程度在各年龄段都有增加，其中也包括

55-64年龄段：在 1976年，只有 0.8%的妇女有大学及以上文凭；到 2006年，这个比列上升到

12.6%，是原来的 16倍（图 3.C）。教育和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将使大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

在今后不断提高。（Headey et al., 2011）。 

 

更好的健康也会使劳动参与率上升（Woodland,1987; Borlan and Warren, 2006; Gorman et 

al ., 2012）。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和中年的预期寿命都在增加，更重要的事，健康预期寿命

（HALE)也在增加：从 1993年到 2003年的十年间， 60岁的男性的健康期望寿命从 75岁增加

到了 77岁(图 3.D)。 

 

另外影响劳动参与率的因素还有婚姻状况和配偶的就业状态（Borland and Warren, 2006）。

夫妻双方的退休决定通常是同步的，女性就业时间的延长也可能导致男性比以前工作更长时间，

同时夫妻间年龄差距的减小也意味着女性比原来会工作更长时间（McDonald,2011）。 

 

最后，政策作为可以影响以上任何一个方面的因素，也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劳动力延长就业时间

的现状。政策通常被指以经济手段作为激励因素影响劳动和退休的决定（Gruber and Wise, 

1999; OECD, 2011）。延长养老金的领取年龄虽然对延迟退休有很大影响，这个政策在澳洲的

成功也得到证实(Headley et al, 2011)。 比如个人缴费的养老金的免税年龄为 60岁以上，

这使得有能力工作的人可以捆绑领取个人养老金和工作收入，逐步过渡到全民的退休金，所以

虽然经济上个人缴费的养老金使得人们可以早退休，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的推迟还是成为了延长

工作的主要原因。 

 

政策上延长退休年龄后，需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使得大龄劳动者能够参与工作，澳大利亚在这

方面有很多的经验和做法，下一章是目前澳大利亚提高大龄人口劳动就业率的具体情况分析。 

 

3． 提高大龄人口劳动就业率---澳大利亚的经验和措施 
 

延长退休年龄并不能自动让大龄劳动力能找到工作岗位。帮助大龄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有很多

举措和方法。澳大利亚政府的“老龄化生产力一揽子计划”涵盖了很多此方面的政策，也是澳

洲大龄劳动参与率论坛经常性讨论的题目。这些应对障碍的举措分为四个方面：（1）健康和

照料；（2）雇主和工作环境；（3）技能和训练；（4）法律和条例。 

 

自身和家人的健康因素是阻碍工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最难解决的。政策的跨度也是最

长的，既要考虑现有疾病的医治，也要预防可能的健康恶化情况，从中把握资源的平衡。可以

做更多的方面是让雇主介入到预防疾病和支持残疾人的工作。澳大利亚是世界经济共同体中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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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队伍中残疾人比例最低的；而人口比例又显示残疾人在总人口中的份额与别的国家基本接

近，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这种情形会更糟糕。 

 

更直接可行的，是帮助那些生病的，残疾的和照顾别人的人寻找到适合的工作。现有政策鼓励

个人或雇主对工作环境进行改善。国家的残疾人协调员也与大企业沟通，让这些大企业雇用残

疾人员。政策上也修改成如果残疾人每周工作 30 小时以内，在两年内不减少它的残疾人津贴。

但政府还可以做更多，比如维多利亚省开始强制推行雇员有照料需求时可以要求更便利的工作

时间，这也可以推行到其他省。 

 

雇主的歧视和招聘也是障碍，例如企业中的文化和常规。在企业重组时，雇主通常把年纪大的

雇员推向劳动力市场：10%的 55-64岁之间退休的人说是因为企业的紧缩而退休的。年纪大的

雇员是有价值的，他们的成熟的判断力，可靠度和忠诚度，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存在结构对企

业都是有益的。应对的措施包括提倡专门针对大龄劳动者的猎头公司，为雇主提高咨询，并为

2年没有工作的大龄劳动力提供雇用补贴等等。 

 

针对技能和训练方面的障碍，政府推出了补贴计划。这是主要为雇用大龄劳动人员提供技能训

练培训配套的资金。这个计划将在 2013年推出，目前还没有细节。在澳洲，大龄劳动人员在

失业一年以后，并不需要像其他劳动人员（50岁以下）一样进行一定的生产活动以获得政府

的经济补助。但这项要求也许应该从实际的工作经验而不是从年龄上来划分。 

 

法律和法规上的障碍也可能是由各州法律或者合规要求引起的。对于这些障碍，澳大利亚人权

委员会和法律改革委员也正在进行调查（如员工的工资计划和收入保障等）。同时，税收和养

老体系中的胡萝卜加大棒式的措施也造成了制度上的障碍。这些措施造成的经济影响扭曲了人

们对工作和休闲应有的决定。相对于健康和教育方面的障碍，经济手段的激励更便于管理，同

时对大龄劳动参与率提高也有更大的影响力。 

 

图 4 .   经济原因的影响力 

 
注：左图按正常参数测算。作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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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个人缴费养老金是鼓励延迟退休的，因为每多工作一年多一年缴费就多增加替代率。

这个比例在图 4A表中可以体现出来。但是多工作所得的替代率会抵消掉一部分基础养老金。 

 

但是很显然，大部分退休意愿人不受工作年龄越长，养老金越高的事实影响，而是因为有了一

定的财务安全（见图 4B,36%的人选择这一项，加上可以拿个人养老金的 5%，超过 40%）就退

休，这些人意愿的退休年龄只有 60-62岁。现在澳大利亚的个人养老金余额不足以给退休者长

期的足够的养老保障，所以一个可能性就时，在 60岁左右，相当一部分人会退休开始使用他

们的个人养老金，而当达到国家养老金领取年龄 67岁时，他们又可以用国家的养老金继续。

针对这一倾向，政府也在密切关注，研究在合理的时间把免税领取个人养老金的年龄从目前的

2017年的 60岁再继续延长。 

 

合理的退休时间需要结合健康年龄，社会接受能力等各方面因素。政府的政策应该在一个合理

的区间内鼓励延长工作，消除提前休闲的惰性，但又能照顾到各个阶层人员的实际情况和需求。 

 

4． 小结 
 

澳大利亚政府正在推行或研究的措施对中国下一步的劳动力布局是有积极作用的。中国的老龄

化程度在 2050年将超越澳大利亚，如果不改变目前的退休政策，将要面临 2个劳动者赡养一

个退休人员的局面，比今天的日本更严重。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实力还没有达到西方发达国家水

平，社会财富不足以支撑如此严峻的赡养比例，必须未雨绸缪，提前为老龄化的到来做好全方

位的准备。劳动力市场的布局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首先要开放观念，解放思想，摒弃固有的

错误的思维方式，用科学的方法指导工作的开展。 

 

图 5是我们预测中国在目前生育率水平不变的前提下的各年龄段的人口比例变化趋势，即使退

休年提高到 65岁（右图），中国 2060年的老年人口比例也将超过总人口的 30%左右。 

图 5.中国现有生育率水平不变情况下的人口比例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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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人口结构下，全方位的布局劳动力市场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延长退休年龄是势在必行

的，但是要配套延长退休年龄带来的社会效应。中国不仅要加大青年人的就业力度和指导，政

策上更要开始关注大龄人口的就业潜力。大龄劳动力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也会促进国民生产总

值的增长。澳大利亚如果能够达到新西兰大龄劳动力的参与率水平，它的 GDP 会比现在增加

4%。大龄劳动参与率提高也可以相应减轻公共开支在社会保障中的压力，为经济注入活力，

相信中国的整体劳动参与率的提升也可以为未来经济增长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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